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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教育资源发展经常会滞后于城市化居民点的建设，如何更好地协调两者均衡发展成为研究关注

的焦点。文章选取湖北省武汉市为研究区，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和平均几何中心等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

探索该地区城市居民点和基础教育资源空间格局及变化过程，分析其耦合状态并指导未来城市空间发展。研究发现：

2005—2018 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小学和中学）数量呈先减后增趋势，而居民点数量持续增加的趋势；基础教育

资源与居民点空间分布均呈现“核心—边缘”的分布趋势，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而远城区分布较为稀疏。同时，

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出现发展不均衡的状态，特别是 2005—2015 年期间两者的耦合度逐渐降低，而两者密度中

心耦合度呈现由低至高，又逐渐降低的波浪型趋势；空间变化方向上则以 2010 年为时间节点，两者重心偏移由方

向一致转为呈现相反方向偏移。武汉市未来城市规划中，需要更加切实加强对居民点与基础教育资源空间规划，优

化基础教育资源结构的同时，综合考虑居民点人口、经济等要素，实现两者空间布局高度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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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国家和社会高度关注的核心问题[1-2]。2010 年我国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了力争在 2012 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的初步均衡，到 2020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的目标。近 30年来国家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现在我国总体城镇化率接近 60%。在这一进程中，按照义务教育法确定的“就

近入学”基本原则，城市居民点[4-8]和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在时空发展上存在诸多问题[9-10]，两者之间的空间分布格局也愈加复

杂，其变化趋势和协调性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研究城市居民点和基础教育资源空间耦合关系，揭

示其中规律显得尤为重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均衡性问题做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谢婷婷等以兰州中学为例，通过构建空

                                                        
1作者简介：许浩（1979-），男，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地理及空间模型。E-mail:313013710@qq.com。

郝庆（1982-），男，河北邢台人，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规划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E-mail:haoq.16b@igsnrr.ac.cn。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20010201）。 



 

 2 

间分布公平指数模型，发现兰州市区中学设施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虽然中学交通可达性普遍较高，但合理服务范围不能覆盖

到所有居民点，与居民点分布不协调[11]。姜宇榕等利用 GIS 空间分析中的泰森多边形和网络分析技术，测算了咸宁市中小学入

学距离可达性，对不合理的学区划分提出了优化建议
[12]
。Chandio 通过访谈、实地访问和从研究区域的有关部门收集数据，分析

了现有地方教育标准和人口特征，发现基础教育机构的不足，为当地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指导[13]。Hanley 以

最短入学距离为研究目标，运用网络分析技术对学区划分和学校位置进行了布局规划[14]。目前国内外研究多注重基于基础教育

资源设施的优化布局上[15-17]，综合考虑交通可达性[18-19]评价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均衡性，很少关注对于引起区域内部差异的居

民点和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耦合关系[20]的研究。在“人口引力”驱动下，武汉市人口流动频繁，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居民点空

间分布更加密集，对基础教育资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大[21]。城市居民点在空间流动[22-23]不仅仅考虑就学的便捷性，也越来越关注教

学质量。 

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武汉市制定并颁布了《武汉市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力求实现教育现代

化，助推全市社会经济发展，达到此目标需要对基础教育资源和居民点的耦合关系有科学的认识，解决两者在发展中不均衡问

题。本文通过利用核密度分析[24]、标准差椭圆[9]、平均几何中心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索城市居民点与基础教育资源的分布特征、

空间耦合关系以及时空上差异演变规律，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基本概况 

武汉市是全国重要的科教重地，近 13 年来武汉市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显著提高，教育结构日益优化，中小学数量（表 1）变

化呈现不同特点。本研究包括武汉 13个市辖区，总面积 8494.41km2，其中有 7个中心城区，分别为武昌区、汉阳区、江岸区、

江汉区、洪山区、硚口区和青山区，另外包括 6个远城区，分别为黄陂区、新洲区、东西湖区、蔡甸区、汉南区和江夏区。2016

年武汉市教育财政支出 174.05 亿元；2017 年常住人口 1089.29 万人，2018 年常住人口达到 1108.1万人，比 2017 年增加 18.81

万人，增长 1.7%，增幅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人口 871.87 万人；中小学在校生共 85.1 万人；全市 GDP13410.34

亿元，人均 GDP 为 124560 元。城镇化率80.29%，比 2017年提高了 0.25个百分点。武汉市整体呈现中心城区常住人口保持平稳

的态势，功能区吸纳常住人口较多，新城区城镇化进程加快的特点。 

表 1 2005、2010、2015 和 2018年武汉市中小学数量 

年份 小学数量（所） 初中数量（所） 

2005 1077 321 

2010 639 294 

2015 591 270 

2018 621 275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从狭义的角度研究认为中小学代表基础教育资源，住宅小区空间位置代表居民点空间分布（即居民点 POI）。基础教育

资源属性数据（包含中小学校数量等）来源于《武汉教育统计年鉴》、武汉市教育局和武汉市各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资源及居民

点 POI 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地理服务平台，通过Python 编程调用高德地图 API在研究范围内提取。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国家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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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基于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综合利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加权平均分析探讨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和居民点空间分布特

征与异同。同时根据两者密度中心的经纬度坐标数据，研究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重心转移耦合关系，以及两者时空演

变特征与规律。 

2.2.1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通过计算每个地理要素单位面积的量值，形成连续的密度表面，主要用来反映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展示空

间分布格局。在搜索半径中，计算每个要素的密度值，越靠近搜索中心的点会有更大的权重值，越远离中心，权重值将越小。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x)为核密度估计值; 为核函数;n为地理要素个数;h>0 为带宽。 

2.2.2 空间耦合测算 

本研究对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的空间耦合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两者核密度估计进行空间分析，探究两者的空间耦合状况，

同时为了判断两个要素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拟采用位置关系耦合和方向关系耦合进行定量化分析。本文将

采用位置关系耦合和方向关系耦合公式对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耦合关系进行计算。 

位置关系耦合度是通过计算武汉市基础教育与居民点密度中心的距离，根据距离大小的变化判断耦合关系，两者之间距离

越大耦合度越差，距离越近耦合度越好。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是两点之间的距离；（x1,y1）是基础教育密度中心的经纬度坐标；（x2,y2）是居民点密度中心的经纬度坐标。 

方向关系耦合度是根据两者标准差椭圆的夹角变化，计算密度中心角度方向的变化程度。基于余弦定理，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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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表示 i年武汉市基础教育与居民点密度中心相对于前一时期的交角，α越小，说明两者在空间变化趋势大体一致，

反之则反；XPi是第 i 年基础教育中心分布的经度坐标；YPi是第 i 年基础教育中心分布的纬度坐标；XEi是第 i 年居民点中心分

布的经度坐标；YEi是第 i 年居民点中心分布的纬度坐标；ΔX、ΔY 分别代表经纬度与上一时期的变化量。cosα=1 说明两者变

化呈现相同方向的趋势，cosα=-1说明两者变化呈现相反方向。 

3 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耦合分析 

3.1 基础教育与居民点核密度空间分布 

本文利用核密度估计，通过对武汉市 2005、2010、2015 和 2018 年基础教育以及居民点空间分布进行聚集情况分析，结果

显示：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核密度值（图 1）揭示了其空间分布情况，分析显示中心城区逐渐形成了基础教育资源核心集聚区域，

而远城区集聚情况不显著。2005 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集聚显著，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的江汉区、江岸区及武昌区等沿江

地带和远城区部分区域。2005—2010 年，基础教育资源分布密集的中心城区集聚程度下降明显，整体分布呈现出“核心—边缘”

的趋势，而远城区分布稀疏，核密度值逐渐变小，覆盖范围也跟随着变小。从 2010年开始，基础教育资源数量整体上出现缓慢

减少趋势，其中中心城区数量变化不大，远城区数量均出现不同程度减少，尤其黄陂区、新洲区和江夏区最为明显；中心城区

基础教育资源分布集中，而远城区部分地区核密度值增大说明形成了次核心集聚区域。2015—2018 年，基础教育资源数量开始

缓慢增加，集聚区域变化比较显著，空间分布广泛且连片发展趋势明显，原有的高度聚集区域有所弱化，但出现了新的基础教

育资源核心集聚区。通过对比分析四个时间节点，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主要聚集在城市核心地带，远城区基础教育资

源空间分布随着时间推移呈现不同的发展特点。但在空间集聚的形态基本上保持一致，即由城市中心向城市周边不断减弱的趋

势。 

根据居民点核密度值（图 2）分析对比，可以得知武汉市居民点在中心城区分布密集，远城区分布稀疏。从四个时间段居民

点空间分布差异可以看出：2005 年核密度值逐渐向外围减小，居民点主要集中分布在汉口与汉阳沿江区域，但部分远城区也呈

现相对集中的分布趋势。2005—2010 年，居民点数量急剧增加，在空间上反映核密度数值变大。中心城区除了原有的汉口、汉

阳沿江的江汉区、江岸区和汉阳区是高核密度分布区域，沿江的武昌区和洪山区出现了次核心发展趋势。远城区原有的核心区

域居民点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聚集程度加强，形成新的集聚点。2010—2015 年，武汉市居民点数量增加速度加快，分布范围也

突破了原有的界限，核密度分布空间聚集现象有所弱化，高核密度出现的区域减少，低核密度区域出现范围逐渐增大。2015—2018

年武汉中心城区居民点高核密度值变大且聚集程度急剧增强，远城区的江夏区、黄陂区以及新洲区也出现了次集聚核心区。总

体而言，居民点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远城区某些区域居民点空间布局相对集中。 

3.2 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变化方向 

标准差椭圆（图 3）揭示了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分布的方向，2005、2010、2015 和 2018 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

源与城市居民点基本上呈现相同的空间分布格局。本文将利用两者椭圆中心数据变化，进一步探讨两者转移方向之间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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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长半轴表示数据分布方向，短半轴表示数据的聚集程度。2005 年以来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的方向保持一致，

呈现“东北—西南”走向。2005—2015 年，短半轴距离在减小，说明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聚集不断增强，在空间上形成高

度集聚态。但 2015—2018 年，短半轴距离在增加，空间集聚现象逐渐弱化。 

标准差椭圆的长轴与短轴的数值（椭圆的扁率）代表数据方向性是否明显，数据差越大，说明方向性越明显。通过表 2 可

知，2005 年开始标准差椭圆的扁率在变大。但2010—2018 年，椭圆扁率逐渐变小，充分说明基础教育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

显的方向性。 

 

图 1 2005、2010、2015 和 2018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核密度 

 

图 2 2005、2010、2015 和 2018年武汉市居民点核密度 

 

图 3 2005、2010、2015 和 2018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和居民点标准差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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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5、2010、2015 和 2018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和居民点标准差椭圆数据 

 时间 CenterX CenterY XStdDist YStdDist Rotation 

基础教育资源标准差椭圆数据 2005 114.327437 30.632476 0.233586 0.352732 44.616311 

 2010 114.316407 30.625656 0.231211 0.366866 50.160009 

 2015 114.325359 30.621382 0.224317 0.358786 51.152158 

 2018 114.326458 30.641067 0.231988 0.350017 47.004684 

居民点标准差椭圆数据 2005 114.382573 30.632356 0.308821 0.451757 27.156868 

 2010 114.379531 30.630143 0.303356 0.443013 27.512829 

 2015 114.372279 30.624935 0.291417 0.424783 28.634844 

 2018 114.318124 30.587316 0.368339 0.491759 32.439160 

 

武汉市居民点与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方向一致，均呈现“东北—西南”走向。2005—2018 年，武汉市居民点空间分布方

向逐渐向东部和南部转移，2015 年居民点空间分布角度最大，表明近 3 年武汉市人口流动主要向武汉市东南部转移，即流入武

汉市洪山区或江夏区。武汉市居民点标准差椭圆的短半轴距离在 2015 年出现低值但在 2018 年出现高值，说明武汉市居民点在

2015 年向心力最强，在 2018 年又逐渐减弱，体现武汉市建成区发展规划进行多片区开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集聚情况弱化。

2005—2015年，标准差椭圆扁率在减小，说明武汉市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方向性增强，与城市基础建设有密切的关系。 

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在四个年份空间分布方向呈现一致性，两者标准差椭圆都是“东北—西南”走向。根据两者

变化趋势，探讨两者密度中心（椭圆中心）分布方向是否存在耦合性。 

通过分析得到 2005、2010、2015 和 2018 年密度中心变化趋势图（图 4），结果显示在不同时间点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

和居民点密度中心分布呈现不同的特点：2005—2010年，基础教育资源和居民点密度中心均向西南方向偏移；2010—2015 年，

基础教育资源密度中心发生转向，向东南方向偏移，而居民点密度中心保持原有变化趋势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2015—2018年，

基础教育资源密度中心再次发生转向，向北进行偏移。与此同时，居民点密度中心依然保持向西南方向移动。从三个阶段数据

上看，基础教育资源的变化较为明显，发展的方向不断调整；居民点密度中心变化方向始终保持不变，说明武汉市的居民点发

展方向始终朝西南方向移动。结合两者的密度中心变化的趋势，明显发现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在近15年时间内发展重心有所

差异，两者空间耦合度变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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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5、2010、2015 和 2018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密度中心走势图 

3.3 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耦合分析 

3.3.1 空间位置耦合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耦合情况，本研究将武汉市 2005、2010、2015 和 2018 年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

点分布密集程度（图 1、图2）进行空间叠加，分析两者在空间上耦合状况（图5）。研究发现，整体上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和居

民点中心城区的空间耦合状况要优于远城区，其中中心城区的耦合情况 2005—2015 年逐渐减低，2015 年后又缓慢升高，而远城

区的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耦合关系强度一直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具体表现为，2005 年武汉市中心城区的基础教育资源和居

民点的空间耦合程度很高，主要集中在江汉区、江岸区、武昌区和洪山区部分区域，黄陂区、新洲区、东西湖区和蔡甸区等部

分远城区的基础教育资源和居民点的空间耦合程度相对较高，形成了次核心的高程度空间耦合区域，整体上呈现出由中心城区

向远城区程度递减的趋势，高度耦合关系覆盖区域较广，除汉南区和江夏区部分区域外几乎覆盖整个武汉市；2005—2010 年，

武汉市中心城区的基础教育资源和居民点空间耦合程度依然较高，但洪山区和汉阳区的空间耦合程度有所下降，远城区的黄陂

区、新洲区和蔡甸区部分区域依然保持次核心高程度耦合关系，但其余城区空间耦合关系都有明显下降的趋势，高程度耦合覆

盖区也有所缩减，以江夏区和东西湖区最为明显；2010—2015 年武汉市所有城区的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的空间耦合关系在整

体上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区域空间具体变化不明显；2015—2018 年武汉市的基础教育资源和居民点的空间耦合关系在全市范围

内呈现骤降趋势，中心城区尚且能够保持较高程度的耦合关系，但远城区所有地区的空间耦合关系都大幅度降低，几乎没有高

程度的耦合关系覆盖区域。通过四个时间点的整体情况来看，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和居民点的空间耦合程度基本上形成了由中

心城区向周围远城区减弱的态势，高程度空间耦合状况大体上存在于中心城区的部分核心地带，且空间变化随时间的推进没有

明显的改变，而这种耦合关系在远城区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说明远城区的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的耦合状况不太好，这也是

由于近些年武汉市远城区的适龄儿童都纷纷争取去中心城区上学，选择靠近远城区的区域居住，以至于远城区的教育资源需求

逐渐减弱，而中心城区的教育资源耦合程度也并不是很高。 

3.3.2 距离关系耦合分析 

根据两者密度中心分布走势图，可以基本判断出两者在空间上没有达到最佳的耦合关系。为了更准确地探讨两者的空间耦

合程度变化，利用曲面距离计算公式，分析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密度中心变化趋势的距离耦合度（表3）。 

表 3 2005、2010、2015 和 2018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密度中心距离 

时间 距离（km） 

2005 5.27 

2010 6.05 

2015 4.50 

2018 6.02 

 

2005 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密度中心的距离相对较小，二者在空间分布上达到较高程度的耦合关系。到 2010年武

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密度中心的距离变大，说明两者在空间分布上耦合关系有所下降，居民点空间分布与城市基础教育

资源空间分布略显不匹配。而2015 年，两者之间的距离逐渐变短，说明两者之间在密度中心转移的过程中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并在 2015 年出现了高度耦合的关系。耦合度不断提高，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分布方向与新增居民点方向趋于一致。但在 2018

年，两者之间的距离再次拉大，表明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分布耦合度降低明显，说明两者耦合关系未呈现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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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趋势。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没有得到最优的配置，与其居民点在空间

布局上未能达成高度的耦合关系，城市居民没有充分享受基础教育资源空间优化的便利。33.3.3方向耦合分析 

 

图 5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耦合 

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密度中心转移是基于标准差椭圆圆心数据变化进行可视化表达，对于两者的转移趋势的方向关系的

耦合分析是利用余弦定理进行测算。 

2005—2010 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密度中心夹角 cosα 值趋向 1，说明两者密度中心转移方向一致，均向西南方

向偏移，结合两者之间的距离变化，可以反映出 2005 年两者耦合关系达到优化，即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的布局点与城市居民点

在空间布局上出现高度耦合。然而，在 2010—2015 年和 2015—2018年两者密度中心夹角cosα值都为负数（分别为-0.4817、

-0.6154），说明两者之间偏移方向不同，与标准差椭圆中心变化一致，而且夹角α数值在变大，说明两者空间变化趋势差异明

显，空间布局没有形成高度的耦合关系。2010—2015 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密度中心向东南方向转移，2015—2018年密度中心

向东北方向转移。然而 2010—2018年武汉市居民点密度中心一直向西南方向转移，两者在转移方向关系上未形成高度的耦合关

联。距离耦合协调度与方向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充分反映了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的分布在 2015 年达到了最优化，而

在 2018 年两者的耦合关系进一步减弱。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 2005、2010、2015 和 2018 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综合利用核密度估计、标准

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两者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变化趋势，探究两者空间耦合度，研究发现： 

第一，数量上，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数量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而居民点呈现持续增加趋势。其中基础教育资源数量

2005—2015 年减少的速度逐渐放缓，小学数量减少率从 40.7%降至 8.2%，初中数量减少率从 8.4%降至 7.5%，而 2015—2018 年

教育资源数量逐渐增加，小学和中学增幅分别为 5.1%和 1.9%。通过走访和查阅相关资料和文件，分析其变化主要原因是，2000

年后，武汉市开始优化周边非中心城区的教育资源配置，为全面提高中小学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对这些区域的教育资源采取

了“撤点并校”的措施，许多学生数量少、教育质量不高的学校都进行了撤并，导致教育资源数量出现减少。但近几年，随着

武汉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从居民点数量上分析看到 2005—2018 年一直呈缓慢增加趋势，其中 2010 年后开始高速增长，以至于

出现教育资源紧张的状况，也就出现了 2015 年教育资源数量增加的情况。 

第二，空间上，2005 年以来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分布均呈现“核心—边缘”相同的空间集聚形态，其中，中

心城区的居民点和基础教育资源都是高度集聚区域。武汉市居民点和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方向基本一致，均呈“东北—西南”

方向，但局部略有不同。从密度中心转移趋势来看，武汉基础教育资源 2005—2018 年呈“西南—东南—东北”的转移趋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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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点一直向西南方向转移，充分说明在近15年的城市化快速发展中两者重心有所差异，教育资源的发展方向和重心有其偏差

和不一致的地方。 

第三，为了探究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耦合变化，进一步定量化 2005—2018 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

间变化差异。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和居民点在中心城区的空间耦合状况要优于远城区，通过计算两者密度中心的距离是“增大

—减小—增大”的趋势，而两者之间耦合度呈现“低—高—低”趋势。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武汉市的基础教育资源与

居民点没有达到较好的空间配置。2005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密度中心转移方向一致，但到 2018年两者空间偏移趋

势有所不同。结合位置耦合度和方向耦合度的结果可进一步证明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的分布在2015年达到了最优的耦合状态。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整体分布格局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远城区区域。总

体来看，两者在空间上耦合度仍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为了推动武汉市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深入贯彻“科教兴国”的发展

理念，切实提高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耦合度，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坚持空间公平发展原则，实现教育空间分布的“正义”性，对抗空间布局不均衡性。在未来城市发展中，统筹规划居民

点与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确保基础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充分尊重市民主体的空间权利，保障区域内的居民能够公共参与

空间生产和资源分配，确保区域内基础教育资源在数量、质量等方面与居民点的均衡配置，防止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极化，实

现教育资源均等化。从区域差异中寻求切入点，满足居民对基础教育资源需求，实现基础教育发展的空间正义，提高空间利用

效率和公平。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体系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立足于社会经济要素，按照社会发展条件进行空间优化

配置，实现居民点与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高度耦合性。 

(2)实施区域差别化措施，缩小远城区与中心城区的基础教育源发展差异，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合理利用城市空间结构，

规范基础教育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尤为重要。对于远城区来说，应该综合考虑居民点与基础教育设施的需求量，并预留适合的设

施用地空间，这有助于分担中心城区的教育压力；而对于中心城区，基础教育资源设施的过度集中会造成人口的进一步聚集、

交通拥挤和污染加剧等问题，因此，需要进行适当的“疏散”，利用“空间修复”，实现基础教育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发展新

的教育发展空间或者基于现有社会经济发展要素进行空间有序转移。中心城区可以优化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评判其空间

利用效率，促进基础教育内部的良性竞争，而远城区立足于现有发展条件，扩大基础教育资源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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